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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
地方政府为什么支持粮食生产?

———基于粮食主产区 JS 县的调研

曾明

(南昌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摇 要:粮食安全事关中国的政权和社会稳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粮食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通

过对江西省一个粮食主产县的调研发现,在当前农业税收政策下,地方政府其实并不能从支持粮食生产中

获得财政收入,但政府仍然会有很强的动力来提供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与资金。 主要的原因就在

于中央财政丰厚的支农转移支付资金的吸引、项目制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上级政府“争资立项冶的考核压

力,激励了地方政府以支持农业生产来获取转移支付资金和上级奖励。 虽说地方政府未必是出于粮食安

全的考虑来支持农业生产,但中央财政大量的针对性的支农财政资金还是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支持粮

食生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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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自然禀赋等原因,中国的粮食产量一半以上出自于年产量在 50 万吨以上的 338 个粮食生产

超大县,而这些县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0. 23% ,全国人口的 21. 87% 。 但是,在第一产业增加值、第
二产业增加值、本级预算内收入和本级预算内支出四个指标上,粮食生产超大县仅在第一项高于其他

各类县,而另外三项指标均低于其他各类县。 年产量在 25 ~ 50 万吨的 426 个粮食生产大县以

12. 28%的国土面积和 21. 32%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7. 27% ,但它们在第二产业增加值、
财政收支指标上比粮食生产超大县高不了多少,而与其他三类县有显著的差距。 这进一步说明粮食

生产大县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水平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同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粮食生产大县

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财政收支指标的表现上也明显处于劣势。
粮食生产大县财政收支水平低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例如,在 2001 年,粮食年产量 5 万吨、

5 ~ 10 万吨、10 ~ 25 万吨、25 ~ 50 万吨和 50 万吨以上的县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是 370、240、25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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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67 元,财政支出分别为 908、613、466、357 和 292 元。淤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地

方财政结构产生的。 当前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税收,而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
营业税、所得税等,这些税收无一不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关,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作为第一产

业在当前中国的 GDP 构成中所占比例已非常低,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及其相关税收后,直接来自农

业生产的税收已非常少;二是非税收入,在取消“三提留五统筹冶等相关来自农业的财政收入后,它的

主要构成是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而这些收入中几乎都与粮

食生产无关。 在这一背景下,当我们思考粮食生产大县财政收入水平过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时,
首先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粮食生产大县为什么在几乎无法从粮食生产中得到财政收入的情况下仍

然支持粮食的生产?
有关粮食生产和安全的研究中,耕地保护从来都是粮食安全保障争议中的热点问题[1-6],实证经

验表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太湖流域,耕地减少明显增加了粮食供求的矛盾[7];在粮食主产区东北,
类似的矛盾也同样存在[8]。 但从全国层面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显。 杨志海、王雅鹏对全国

1462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9];从区域层面看,
中部、西部人口城镇化都能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从长期来看,由于各地区经济、资源差异,各省份

的经济增长和耕地非农化呈现出不同的因果关系[10]。 另一类研究则主要关注农业政策[11],特别是

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农业保险补贴政策[12-14];对粮食补贴政策的研究发现,粮食直补

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观点不一,有一些研究认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5-16],如吴连翠、谭俊美对安徽

省 385 户农户的调研发现,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 1% ,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提高 0. 056% [17]。 对于

粮食国际贸易而言,增加中国农业黄箱政策补贴和绿箱政策支持会减少中国整体福利,但会促进农业

生产和进出口贸易[18];但也有研究认为效果不明显[19-20]。 现有关于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的研究中,
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县乡政府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态度。 有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财政分

权水平对财政支农支出有积极效应,但在中部地区政府间的竞争反而产生了负效应[21]。 由于以财政

收入为核心指标的地区竞争和政绩考核的“标尺竞争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不偏好农业支出[22]。
从预算最大化理论和地方财政收入绩效考核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收入都是其

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粮食生产大县的县级政府为什么在几乎无法从粮食生产中得到税收收入的情况

下仍然支持粮食的生产? 本文将以中部某产粮大县为例对此做出分析。 2013 年 9 月、2014 年 1 月作

者到江西省粮食生产大县 JS 县就粮食生产与财政收入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与该县发改委、财
政局、农业局、粮食局和水利局等部门的座谈、资料搜集和深度访谈以及到乡村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

大量的一手资料。于

二、理论框架:项目制转移支付与政绩考核

要从理论上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支持农业生产,中国当前的项目制的转移支付机制是一个比较

好的视角。 从政府责任来说,由于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人员流动的便利与频繁,使得粮

食安全在理论上成为中央政府的责任。 然而作为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五级政府制下的中央政府又

不可能直接管理粮食的生产和激励农民,因此只好通过“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冶,将责任下移给省级政

府。 但对地方政府来说,面对多元化的政府目标和多头的考核体系,地方政府并不会把粮食安全作为

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务纳入优先政策序[23]。 在保障粮食生产所必需的耕地保护与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矛盾面前,地方政府无疑选择了后者,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

资冶上的标尺竞争和向发展型政府的转型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把发展基础设施作为自己的优先政

策[24]。 在面对中央既强调经济发展又强调耕地保护看似矛盾的政策目标时,地方政府基于政府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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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中的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研。



部门间的控制权中的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25],抓住了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优先政

策要求,基于政绩考核和晋升的需要,他们有充分的动力去支持本地的企业和发展本地的经济[26]。
除此之外,财政转移支付是另一个重要的激励手段。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它来激励地方政府实现中央

财政的政策目标[27],如 Buettner(2006)的研究表明转移支付能显著地减少地方政府设定高税率[28],
对中国研究的经验也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激励因素[29]。

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需要地方政府重视

并不能带来实际经济绩效的粮食生产,因而只好采用政绩考核之外的其他方式去保障粮食安全。 这

一主要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就是粮食生产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正式建

立起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 1994—2005 年

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 12. 7%提高到 29. 3% 淤,2013 年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达到 42980 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4533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18446 亿元于。 转移支付

占当年地方财政支出 107188 亿元的 40% ,其中农林水方面的转移支付是 5182 亿元,分为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基金、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等 26 项,除了甘肃岷县、漳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资金,四川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共 55. 68 亿元外,其它的都是面向全国农林水专项补助支出。
这些支出占当年专项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为 28. 09% 。 从更早些时候的情况来看,2004 年中央一号

文件的发布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提出,中央财政日益重视对农业的投入,中央财政

支农专项转移支付由 2002 年的 260. 92 亿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551. 49 亿元,年均增长 20. 6% ,占专项

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由 2002 年的 10. 9% 提高到 2006 年的 12. 5% 。 这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

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数法分配,即根据各地原有基数按一定比例调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

保障各地的既得利益的做法,类似于因素法的分配,各级财政在分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较小;另外一

种是按当年实际需要进行分配,以项目制形式进行资金的配置,特别是对中央财政增收部分经常会因

此增加对农业方面的支出[30],这种情况下对于财政收入偏好的地方政府来说这类财政资金就成为他

们“跑部钱进冶的重要目标。 特别是由于各类支农财政资金监督机制不完善,重复设置,多头审批现

象的存在,也给了地方政府重复申报,多头申报等不规范申请支农资金的机会[31]。
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非常明显,因此获得各类

转移支付资金就成为重要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对于那些招商引资条件不好的农业大县来说,争取中央

和上级政府的支农补助就成为获得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争资立项冶成为县级政府政绩

考核中的重要指标。 如湖南临武县规定,“争资金额在 300 万元以内(含)的,按 5%予以奖励;300 万

元至 500 万元(含)部分按 3%予以奖励;500 万元以上部分按 1%予以奖励。 其中奖励资金的 40%可

奖给有功人员。盂 江西省新干县把这项工作布置得更是详细,不光有工作任务、目标,还有主要的招

商引资方向、办法等。 当然最重要的仍是考核办法,包括奖励与惩罚。榆 其中农业部门、水利部门等

都是争资立项大户,一是这是农业大县的主要优势;二是这部分的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多,数量大。 如

2013 年,中央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6005. 4 亿元,主要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小型病

险水库和中小河流治理、农业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和小型农田水

利重点县建设、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还有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新试点和新型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示范县项目;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等各类项目。虞 要获得这些资金,一方面

前期需要对项目进行包装,县级政府前期就得重视农业和水利等投入;另一方面争取到资金后,也要

专项用于这方面的支出。 这样一来,因争取转移支付资金的需要,县级政府在不能直接获得农业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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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争资立项工作考核奖励办法》,见湖南省商务厅网站。 http: / / lwx. chenzhou. hunancom. gov. cn / zwgk / 365428. htm
《新干县 2013 年立项争资工作意见》,见新干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 / / www. xingan. gov. cn / html / 2277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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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的情况下,也会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在政府层面保

障了粮食安全的需要。

三、粮食生产对财政的影响

1郾 JS 县粮食生产的基本情况

JS 县现有耕地面积 58 万亩,加上薯类在内,粮食种植面积达到 134 万亩。 在农业发展机制上,初
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冶的种植机制,近年来土地流转加快,拥有百亩田地的大型种植户众多,粮
食产量持续增长。 JS 县在 2008、2009、2011 连续三年被评为国家粮食生产大县,多年为全省粮食生产

大县。 2012 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140. 52 万亩,粮食总产量 62. 62 万吨,其中水稻面积 117. 71 万亩,
稻谷总产量 54. 716 万吨,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87% 以上。 2004 年以来连续九年增产,商品粮达

6. 89亿斤,商品粮贡献率 63% ,粮食总产量在江西省 47 个粮食基地县(区)中排名第 9,位居 JA 市首

位。 2012 年,JS 县农业总产值 36. 1 亿元,农业增加值 4. 02 亿元。 从 2004 年到 2012 年多次获得“全
省农业发展先进县冶“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冶的称号,其中 2006、2007、2011 三年还荣获“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冶。
这一成绩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近几年县农开办、水利局、农业局、林业

局等农业部门年均投入 1. 5 亿元的资金以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尤其是 2012 年仅水利部门就投入

近 2 亿元的资金用于中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增强蓄水能力,加大了对农村灌网建设,提升了农业抗

旱抗涝能力,使大量旱地改为水田,单季改双季,有效提高了粮食播种面积。 2012 年 JS 县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 92233 公顷,相对于 2011 年增加 4048 公顷,增长 4. 59% 。 此外,县政府采取通过合作经营

和租赁经营等形式对土地资源实行市场配置,让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流转起来,以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

农业规模效益,通过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培育了一大批种粮大户。 2011 年全县种粮大户 95 户,2012
年种粮大户达 296 户,增加了 201 户,特别是千亩大户 2011 年只有 1 户,2012 年增加到 5 户,其中万

亩种粮大户 1 户。 同时通过农业科学技术培训和推广工作,突出水稻抛秧、测土配方、水肥管理等集

成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并积极推广选用适宜 JS 县的优质高产杂交良种,扩大优质稻种植面积,如珠两

优 02 的推广使用率达 98% 。 然后以点带面,发展水稻高产示范片,万亩高产示范片由 2011 年的 2 个

增加到 2012 年的 7 个,万亩高产示范片的早稻最低达 1100 斤 /亩以上,晚稻最低达 1300 斤 /亩以上,
切实提高了粮食单产,从而确保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2012 年早稻单产为 935 斤 /亩,同比增加了 69
斤,增长 7. 9 % ,晚稻单产为 954 斤 /亩,同比增加了 44 斤,增长 4. 8 % 。

2郾 粮食生产对财政的贡献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JS 县比较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而且也取得了粮食生产的大丰收,但是农

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如何呢? 表 1 反映的是 JS 县 2012 年的财政收入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2 年该县本级财政总收入 87250 万元,比 2011 年增加 16630 万元,增长

23. 6% 。 其中一般预算收入为 66501 万元,比 2011 年增加 20082 万元,增长 43. 3% 。 具体来看,在它

自身财政收入中,最多的是非税收入,25354 万元,而且比上年增加 12651 万元,增长率达 99. 6% ;其
次是营业税 21602 万元,增加 9720 万元,增长率也是惊人,达 81. 8% 。 其他税收有增有减,如增值税

25%部分 4949 万元,同比减少 1362 万元,下降 21. 6% ;企业所得税 40%部分 2966 万元,增加 349 万

元,增长 13. 3% ;个人所得税 40%部分 967 万元,增加 86 万元,增长 9. 8% ;资源税 235 万元,减少 15
万元,下降 6% ;车船税 439 万元,增加 36 万元,增长 8. 9% 。 除此之外,JS 县获得的上级财政税收返

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达到了 118926 万元,比它自身的财政总收入还高。 从这些

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作为粮食生产大县,JS 县的财政收入并不高,而且对转移支付的依

赖很大;二是粮食生产本身对它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小,直接来自粮食生产的财政收入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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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JS 县 2012 年财政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财政收入 增长数量 增长率

增值税 4949 -1362 -21. 6%

营业税 21602 9720 81. 8%

企业所得税(40%部分) 2966 349 13. 3%

个人所得税(40%部分) 967 86 9. 8%

城建税 1826 -1117 -38%

土地使用税 268 -29 -9. 8%

土地增值税 1989 190 10. 6%

资源税 235 -15 -6%

房产税 277 22 8. 6%

车船税 439 36 8. 9%

印花税 374 142 61. 2%

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5255 -591 -10. 1%

非税收入 25354 12651 99. 6%

一般财政收入 66501 20082 43. 3%

财政总收入 87250 16630 23. 6%

上级返还性收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47619 — —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71307 — —

上年结转收入 5334 — —

收入总计 190761 — —

摇 摇 由于取消了农业税,目前粮食生产方面仅有的一些贡献也主要是依靠粮食加工企业。 近些年通

过招商引资,粮食加工企业发展较快,年纳税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有 10 多家,其他小企业的年纳税额

度也在十多万元左右,粮食加工企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总额有一千多万元,占税收收入或者财政收入

的比重仍然非常小。 这是间接来源于粮食生产的主要财政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粮食生产方面对财

政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冶的荣誉,这一获奖使得 JS 县能获得中央财政每年 3000 万

元的财政奖励资金。

四、地方财政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1郾 财政性粮食支出主要依赖转移支付,自身财力投入很少

从支出来看,JS 县 2012 年一般预算支出完成 187335 万元,是它的一般预算收入的 2. 8 倍,地方

财政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相当大,比 2011 年增加 29508 万元,增长 18. 7% 。 从各类支出来看,最大

的支出项目是教育,共 46603 万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24. 9% ,也即一般预算收入财政支出中的近四

分之一是用于教育,仅教育支出一项,就占到了 70% ,而且增长率也比较大,增加 11408 万元,增长

32. 4% ,这应该与中央要求 2012 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到 GDP 的 4%的目标有关;第二大

支出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906 万元,增加 5677 万元,增长 33% 。 这两项作为最主要的民生支出,
如果不考虑转移支付,是一般预算收入的 104. 5% ;再加上维持地方党政机关正常运转的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20318 万元,就占到一般预算收入的 135% 。 作为一个产粮大县,自身财力根本无法承担起它

应该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 另外一项较大的支出是医疗卫生支出 17856 万元,增加 1741 万元,增长

10. 8% 。
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38029 万元,增加 8732 万元,增长 29. 8% ,占全

县一般预算支出的 20% ;粮油事务支出 395 万元,增加 17 万元,增长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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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JS 县 2012 年财政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财政支出 支出增加数量 支出增长率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318 3813 23. 1%
国防支出 185 4 2. 2%

公共安全支出 6473 677 11. 7%
教育支出 46603 11408 32. 4%

科学技术支出 879 226 34. 6%
文化体育和传媒支出 1661 279 20.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906 5677 33%

医疗卫生支出 17856 1741 10. 8%
环境保护支出 2519 1173 87. 2%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2410 1722 16. 1%
农林水事务支出 38029 8732 29. 8%
交通运输支出 6391 898 -16. 4%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 1875 -8735 -82. 3%
商业服务等事务支出 2802 31 5. 86%

住房保障支出 5226 1333 34. 2%
粮油事务支出 395 17 4. 5%

其他支出 257 43 20%
一般预算支出 187335 29508 18. 7%
上解上级支出 1506 — —
结转下年支出 1604 — —

支出总计 190445 — —

摇 摇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产粮大县,尽管 JS 县的地方财政收入直接来自粮食生产的非常少;但县级

财政用于粮食生产有关的支出却不少,主要是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方面的支出,占到总支出的

43. 5% ;从财政效率意义上来看,粮食主产县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是纯粹的赔本赚吆喝。 从财政收支平

衡角度来看,JS 县的财政支出严重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连维持地方基本的公

共服务职能,如教育、社会保障、党政机关运转都不可能,财政自给能力较差。 但 JS 县每年用于农业

生产方面的资金量不小,2012 年达到了 3. 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 4% ,这些资金其实主要来自上级的

财政转移支付,县级自有收入投入并不多。 这些不多的财政资金主要是用于强化激励机制,通过财政

奖补来提升政策资金的导向功能。 2011 年县财政安排 200 万元农业产业化专项经费,其中 90%用于

扶助奖补奖励优质稻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安排 44 万元产业化资金扶持全县 10 个农业产业化重点项

目发展;县财政每年安排 10 万元专项经费,采取“以奖代补冶的方式,对流转面积在 500 亩以上,且流

转期限在 5 年以上的专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给予奖励和补助。
2012 年,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省级龙头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和 2 万元。 对于获得国

家级名牌产品、驰名商标的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对获得省级名牌产品、江西省著

名商标的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当年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绿色食品标志认证的分别

奖励 0. 8 万元和 0. 5 万元,系列产品每增加认证 1 个产品奖励 0. 2 万元。 对 2012 年集中连片耕地

100 亩以上或山地 500 亩以上,用于发展优质稻等特色产业的,按新增土地流转面积耕地 10 元 /亩、
山地 5 元 /亩奖补给所在地乡镇政府。 从这些做法可以看出,本级财政用于粮食生产的财力非常少,
而且仅用于种粮大户和粮食加工企业。

2郾 支持粮食生产的资金来源

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JS 县政府对于粮食生产的支持其实与针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争资立项有

关。 重视和发展粮食生产初衷是为了争资立项,但争资立项资金的使用直接促进了粮食生产,间接上

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
JS 县把争取项目作为第一任务,对于 JS 县农业局来说,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是他们一年最能

体现政绩的工作,通过加强与上级财政和农业部门的沟通衔接,抓住峡江水利枢纽建设和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建设的有利契机,JS 县发改委、财政、农业、综合开发、林业、水利、科技、国土资源等部门整合

各类支农项目,针对中央和上级财政的支农资金项目,在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基本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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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土地平整高标准良田建设、测土配方施肥、新增千亿斤粮食工程、种粮大户粮田建设、现代农业

标准粮田建设、小农水建设、农村土地整治、农业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争取国家财政

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转移支付资金。 2011 年,JS 县共争取到农机购置补贴、基层农机推广体系建设、种
粮大户田间工程、新增千亿斤田间工程等农业项目 27 个,总投资 5493. 92 万元,其中中央及省级投资

3732. 58 万元,2012 年 JS 县全年共争取农业项目 27 个,中央及省级无偿补助资金 4132. 88 万元。
除此之外,另一个“争资立项冶的主要来源是水利建设资金。 JS 县以“水利厅与 JS 县共建冶为契

机,统筹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和农村“五小冶水利工程建设,推进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逐步

完善了末级渠系和田间工程配套。 其中小型农田水利项目是 JS 县水利支农的重点项目。 2012 年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投资 277. 5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250 万元,升级补助资金 850 万元,
县级补助资金 425 万元,群众投工投劳资金 252. 5 万元。

因为这些资金的获得,使得全县在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投入,间接保障了粮食生

产安全。 JS 县利用这些水利转移支付资金,建设高标准良田 2. 2 万亩,整治渠道 207. 72 公里,其中村

级 182. 01 公里,新建渠系建筑物 5523 处。 该项目工程完成后,使全县的灌溉水利用系数能达到0. 55
以上,年新增供水能力 119. 89 万 m3;年新增节水能力 126. 61 万 m3,增加节水灌溉面积 2. 378 万亩;
增加了农业生产能力,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0. 107 万吨,年新增经济作物产值 45. 09 万元,受益人口 1.
877 万人。 并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JS 县顺利实施了现代农业田间工程、种粮大户田间工程等一批项

目,完成了 2010 年现代农业、2010 年种粮大户的田间工程初步验收,完成了 2008 年测土配方项目验

收;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方面,共补贴农用机具为 4860 台,完成中央、省级补贴资金 1158. 24 万元,享
受国家补贴农户 3686 户,带动农民投资 2468. 78 万元。

五、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逻辑

以上分析表明,县级政府在政策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是粮食生产给地方

财政的贡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一个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解

释的现象。 但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争取转移支付资金

的需要和结果,它为什么支持粮食生产是因为需要国家的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而这些资金的专项性

质,促使了地方政府将它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的粮食生产补贴,发展粮食生产大户和粮食加

工企业,从而间接地刺激了粮食生产。 这背后的指挥棒其实是政绩考核的需要,包括“争资立项冶和
县级政府获得的国家级荣誉。

一是国家的粮食安全政策为此提供了机会。 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主要通过保护耕地、农田

建设、播种面积、农民收入、农民种粮积极性、品种结构及单产水平等方面保障粮食产量。 近年来,因
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抛荒严重的现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允许农业用地在

保证用地性质、促进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通过租赁、转包等方式流转到种粮大户,并给予专项补贴,这些

政策提高了农地的使用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 其次,中央财政大量的涉农补贴,如粮食直接补贴、粮
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业综合开发补助等等,这些补贴政策在 JS 县的贯彻落实提高了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稳定了粮食的播种面积,使粮食种植面积达 130 万亩;再次,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性收购价的

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增加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2012 年中央储备粮库

的保障粮食托市价比市场价高了不少,增加了农民收入,当年 JS 县农民间接增收三千多万元;第四,
国家推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改造,推行农机购置补贴带动农民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来应对农业生

产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困境。 2011 年,JS 县共补贴农用机具 3859 台,完成中央、省补贴资金 933. 495
万元,享受国家补贴农户 5547 户,带动农民投资 1711. 221 万元。 2012 年,JS 县年共补贴农用机具为

4860 台,完成中央、省级补贴资金 1158. 24 万元,享受国家补贴农户 3686 户,带动农民投资 2468. 78
万元。 粮食安全问题虽然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政府议程上

的首要大事。 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仍然聚焦于国家层面,所以 JS 县在粮食生产方面的财政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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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很大程度上是县政府承接与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带来的效果。
二是争资立项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 JS 县作为一个工业发展较弱的粮食生产大县,这些

年一方面要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结构性减税和重点企业税收大幅度减收等因素带来的财政增收困难;
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基础较弱,而公共支出却在不断增长。 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会尽力希望多获得

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2012 年 JS 县一般预算支出 187335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 1506 万元和结转下年支出 1604 万元,支出总计 190445 万元,而一般预算收入只有 66501 万元,剩
下的部分只能通过争资立项和转移性支付来进行补充。 2012 年 JS 县获得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

项补助资金 118926 万元,占到了县里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 近年来国家在农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

转移支付资金总量充裕,为农业大县的 JS 县争取资金提供了便利。 为了获得这些转移支付资金,县
乡两级政府、各农林水部门都花了不少功夫。 这些资金增加了 JS 县粮食种植、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

的投入。 在 2012 年,JS 县争取到种粮大户粮田建设工程、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农业项目 14 个,争取

到县外无偿性资金 5201. 65 万元。 在全县农林水事务项目上财政支出共 38029 万元,安排拨付各项

支农项目资金 3. 5 亿元,推动了 JS 县粮食种植的发展。
三是县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需要。 JS 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虽然近些年工业有所发展,但是工

业基础仍然薄弱,在 GA 市 2012 年综合实力排名大概是在 5 到 7 位,总体上的政绩表现并不突出。
但是相对于农业,2012 年 JS 县粮食总产在江西省 47 个粮食基地县(区)中排名第 9,位居 JA 市首位。
商品粮达 6. 89 亿斤,商品粮贡献率 63%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多次获得“全省

农业发展先进县冶“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冶的称号,其中 2006、2007、2011 三年还荣获“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冶。 这对县政府而言,能获得全国性的奖项,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绩。 因此,粮食产业仍是 JS 县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 粮食生产方面的诸多荣誉与政绩,使得它尽管不能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
但 JS 县仍然会重视对粮食产业的扶持与发展,确保在粮食生产上的优势地位,这也是 JS 县粮食生产

方面持续发展的政绩驱动力。

六、 结论

总体而言,从 JS 县调研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年产量达到 62. 62 万吨的产粮大县,地方财政实际

从粮食生产中直接获得财政收入非常少,仅有 1000 多万元的粮食加工企业税收收入,占它的财政总

收入的比重大约为 1. 14% ,这对于一年财政支出 18 亿多元,人口近 53 万人的县政府来说,这点收入

基本可以忽略。 在财政支出中,地方本级财政用于粮食生产事务方面的支出仅有 625 万多万元。 这

些情况说明,从财政收支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其实并不会重视粮食生产。 但事实上从政府的工作角度

来看,JS 县政府对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视的,主要体现在县域发展规划,农林水部门的人员配置、职能

的安排上。 这种重视并不是出于财政增收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政绩考核的需要,因为粮食生产大县

的荣誉对于县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绩;同时,也是为了争项引资的需要,在地方政府考核中,能
够争取到多少中央和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是一个硬性指标,通过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JS 县能

够更多地获得来自农业、水利等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2012 年的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就占

到了总支出的 20% ,其中主要是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
当然,争取的转移支付资金越多,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也越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地方

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心理。 而且,在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考核监管仍存在不少漏洞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其它的好处,而且大量的水利工程或粮食生产项目的建设,本身也是

地方政府政绩的体现。 这些也促使了地方政府积极地争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

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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